
大布乡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梁奇达

一、古老的村落

大布乡是一个古老的村落，据说建于明代，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它坐落在中山旧五区

上游（即今三乡镇），抗战时人口约 1300 人。多姓聚居，大姓有林、柯、孙、郑、黄、张，

后来迁居来此的有麦、尹、苏等姓。大布乡初建时是在牛扒石下的龙岗坡。传说人们在此定

居一段时间后，觉得龙气不佳，又举村迁至现址。大布乡背枕五桂山，面临金斗湾，岐关西

路横贯村前，确是一派地灵气势。人们满怀希望，期待改变祖辈所遭受的贫穷厄运，特别是

当辛亥革命冲破封建锁国的牢笼后，他们更是满怀希望，各自奋发图强。除了在家耕田之外，

还闯南走北。有活力的人还远渡美洲、南洋，有的闯上海、广州，有的去香港、澳门谋求出

路。虽然如此，在家务农的人，却仍被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制度的绳索上，过着贫困

的生活。绝大多数人住在又潮又黑的小屋里，寂寥的村庄，饥饿的村民，毫无生机。只有寥

寥几户往外闯的人家盖起新房，日子过得稍好些。其中算有运气的是闯到上海经营茶叶并稍

有名气的柯凤巢，他给家乡捐了 1200 元大洋，旅美华侨孙逸山捐了 1000 元大洋，凑合起建

立了一所学校——大布学校，为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场所。而其余外出的均寂寂无闻。即使

像孙逸山这样的华侨，也无法供养儿子孙一之在香港深造。其时，又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入侵，

国难当头，这不能不引起在贫困、黑暗中挣扎的乡里青年的思考：我们的出路往何处寻？

二、革命性的转变

孙一之在香港目睹殖民地种种黑暗，中国人饱受侮辱歧视的现实，思绪万千，彷徨求索。

而此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进了中国东北、华北……祖国正处在危急的存亡关头。他毅然

回到家乡，凭借他的学识和父亲献资兴学的条件，当上大布学校校长。他一面立志延聘一批

进步教师，改造教育；一面广交同行和青年知识分子。在石岐，他结识了刚从南洋逃难回来

的孙康——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因彼此思想相通，很快成为挚友，共同参加了“世界语

研究会”。1936 年，在孙康帮助下，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大布乡第一个共产党员、中

山第一个支部成员，随后又成为县工委领导成员之一。他为大布乡的历史谱写了光荣的一页。

1937 年夏，一个被陈济棠通缉追捕的共产党员梁浪舟，从广州转移到中山，担任中共

中山五区工委书记的职务。为了便于工作，孙一之延聘他来大布学校任教务主任兼教员。随

即在大布乡，成立了以梁浪舟为书记，叶向荣（在雍陌教书）为组织委员，孙一之为宣传委

员的第一届中共中山五区工委。区工委积极分头活动，一边推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一边在

爱国青年中进行党的教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鸦岗、平岚、桥头、乌石、大布、雍陌、

马溪、平湖、沙岗以至下五区的造贝、北山、南屏等 10 多个乡发展了党组织，建立了乡的

党支部。党员人数居全县之冠，工作开展得热火朝天，一些外区人暗称五区为“小延安”。

大布党支部先后吸收了郑少康、孙道溪、黄炳南、郑世雄、张远材、郑古、林帝杰（斗

森）为第一批党员，成立了大布乡有史以来第一个党支部。经过党员的工作，推举孙一之为

乡长，郑世雄、黄炳南为乡警队的正副队长。从此，大布乡的政权、教育、武装以至乡中各

抗日团体的领导权均掌握在党支部手中，在党的领导下，为支援中山抗日武装斗争作了有力

的准备，时为 1939 年。大概由于上述缘故，人们暗暗称大布乡为“红色的村庄”。

三、党的秘密机关的保护者

大布乡被人暗称为“红色村庄”还由于它是多届区县党的领导机关所在地。当时党处在

不合法地位，倘若暴露了，就会遭到追捕杀头，所以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必须隐蔽方能进行工

作。大布乡由于有坚强的党支部，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还有一所完全在党支部掌握下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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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主地安排担任各种秘密职务的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因此，从 1937 年秋第一届中共

中山五区工委设在大布乡起，到 1939 年郑少康任五区区委书记时，也以大布乡为基地。关

山 1940 年接任中山本部县委书记后，1941 年也来到大布乡，以教师名义展开工作。他领导

一、二、四、五、六区党的工作。他的安全是靠了乡党支部和当地人民群众，学校只给他安

排适量的工作，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党的工作，他的食宿等生活条件也是大布乡慷慨提供

的。1943 年以后还有县区领导人司徒毅生、肖伟华等均在此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

像关山一样，他们得到了大布乡党支部和群众的保护、照顾。特别是 1940 年粤南省委书记

梁广和王均予来中山视察工作，正值沦陷不久，敌情复杂，当时县委机关在翠亨村，在那里

接待不安全，经再三考虑，最后还是选择大布乡，通过郑少康安排在大布乡后山果园内。这

个果园由郑少康一家精心经营布置作为秘密工作联络点，果园的周围围以带刺的杂树，园内

种上各种果树，果树丛里盖了一间草屋，是一个很好的掩体。领导来了，就由郑少康一家和

一个专管果园的党员轮流放哨，郑少康妈妈送饭。前后两次任务均安全、胜利地完成。这任

务对中山工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时，原中山县委正受上级个别同志的指责，说县委犯了

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还怀疑县委领导混入托派和叛徒，县委的正常工作受到干扰。粤

南省委到来了解情况后，明确地肯定了县委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怀疑县委不纯是无根据的。

这对统一党内领导思想，正确指导抗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布乡党支部及郑少康一家对

此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四、学校是藏龙卧虎之地

大布学校在孙一之任校长后，从 1936 年起，领导权就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在党的领导

下，聘请一批进步教师进行教学工作。先后有县区党的领导孙一之、曾谷、梁浪舟、郑少康、

关山、司徒毅生、肖伟华等同志，还有一批 20 世纪 30 年代末入党的老党员如高萍、许纯、

谢月珍、温若萍等，此外还有从延安回来的张扬、陈雪，从香港聘来的美术家陆无涯、从广

州聘来有音乐特长的陶亦夫等到此任教。他们不仅政治素质好，文化素养也较高。以这所学

校为阵地，他们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宣传共产主义理想，传授文化知识，培育了一批有文

化有理想的爱国青少年。先后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有 60 多人，光荣献身的 7 人，先

后参加共产党的 10 多人。他们经过残酷的战争的锻炼，成为解放后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

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在大布乡任教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不少人到部队工作，成为革命军队的指挥员；也

有很多人成为党政各部门的领导骨干。梁浪舟到军队做政治工作；郑少康先任珠江纵队第二

支队支队长，广东抗日武装北撤山东成立两广纵队后，他被委任为后勤部部长；关山任后勤

部政治委员，随军南征北战，迎来全国解放的胜利；曾谷先任五桂山抗日民主政权党组书记，

日本投降后，任命为坚持五桂山斗争的政治特派员；孙一之先到香港担任统战工作和华侨工

作，兼任《今日中山》报主编，香港沦陷后回乡任谷镇区抗日民主政权秘书长；司徒毅生解

放后任全国人大办公室副主任；张扬到澳门任《澳门日报》副总编；陆无涯先生回港后从事

美术创作和战地记者工作，曾到沙鱼涌采访“东纵”北撤的情况，向海外同胞介绍广东人民

子弟兵对抗日的贡献和北撤的政治意义；高萍、谢月珍等女同志回到五桂山担任抗日民主政

权的骨干；肖伟华离开大布学校后，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落入敌人魔掌，最后英勇就义，为

革命、为祖国、为人民献出宝贵的生命。

长达 10 年之久，在激烈、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到大布学校的各级领导及党员从未发生

意外，都能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不能不归功于大布乡的党支部、大布乡人民对国家对

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

五、对抗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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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疯狂地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中山于 1940 年沦陷了。国民

党县党部、县政府、军队统统逃到后方去，中山人民惨遭野兽般的日寇的烧杀、抢掠、奸淫。

一部分群众害怕敌人的兽行，纷纷逃往港澳或后方，无法逃难的惶惶不知所措。中共中山县

委为了惩治汉奸和日军，稳定民心，组织民兵积极行动，特别向大布、上栅党支部发出指示：

立即调动民兵袭击雍陌、大金顶的敌军。

大布党支部接到县委的指示后，立即调动民兵 30 余人，由郑少康、郑吉、郑世雄率领，

兵分两路，向驻守雍陌的日军进击。一路袭击公路的敌人岗哨，一路袭击敌师部驻地。大布

民兵打响了中山沦陷后抗日的第一枪。枪声一响，敌人的哨灯灭了，敌哨兵被打伤了。攻打

敌师部的一路枪声轰鸣，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盲目还枪，消耗大量弹药，更使敌

人彻夜无眠，乱作一团。上栅民兵在大金顶也同时发起袭击。事后，我们发出“快报”，群

众闻讯大快，香港《今日中山》用头版转载。海外同胞对党仍在沦陷区领导人民抗日感到快

慰和鼓舞，纷纷表示要支援敌后抗战。

在抗战期间大布乡又是五桂山抗日部队的后勤基地。五区伤病员总站设在大布乡，潘仲

任总站站长，下属有桥头、乌石、平岚、鸦岗、雍陌、平湖、沙岗以及白石等乡。据不完全

统计，经过总站再分到各分站的伤病员有百余人次，大布本身也设有 9 个点，分布在孙茂康、

林康彩、容国庭、汪玉华、朱杰光、朱文化、林石卢、柯汉生、梁豪等家中。此外还有交通

站，郑少康家是部队联络站，张萍（莲村）家是党的秘密联络站。这些站遭到敌人盯梢、抄

查、恐吓，但他们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勇敢机智地去完成任务。粮站、税站、情报站也在这

里设有分站。他们成为部队坚实的后勤基地。

大布民兵还协助主力部队侦察打仗。从 1937 年七七事变起，他们就开始活动，人数常

保持 20 人上下。1941 年起，直接配合五桂山部队执行战斗任务，重要的有：

1943 年协助侦察伪联防大队长郑东镇。在珠纵副司令员谢立全亲自主持下，到大布柯

凤巢大屋和村后果园研究敌情和侦察。民兵为他们放哨，先后两次分别由郑世雄、郑世杰引

路到茶楼，察看郑东镇的相貌，孙一之还亲自到郑东镇家里“拜访”他，观察内情。这次行

动，对后来打入郑东镇住所、谢副司令员亲自在他的地窖里认出并活捉他，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以大布为主联合三乡民兵组成有 30 多部车子的自行车队（后来人们称之为土机

械化部队），协助主力部队远道奔袭古鹤伪军。他们以娴熟精炼的车技，将战斗部队的指挥

员及轻重武器，像天兵一样神速地降落在伪军面前，把敌人一个多排，连人带武器全部解决。

并没收伪军一批稻谷，由单车队运回，一半给部队，一半分给群众。此消息不胫而走，传到

附近伪军耳中，使他们人心惶惶，每当夜幕一降，无不提心吊胆，唯恐大祸不日会降临到他

们头上。果然事隔半月，我部队又以同样方式奔袭萧天祥部，取得全胜，大大鼓舞了群众。

1944 年，敌人分四路围攻五桂山，此时正值上级领导在石门开会。战斗一开始，司令

部为确保领导安全，派了一主力连，把他护送上五桂山靠五区的顶峰上。事后，部队正拟下

山向五区转移。不料时至晚 8 时，驻马溪的敌人仍不撤走。这时五区部队联合马溪、大布民

兵，一边送饭给部队同志吃，一边侦察敌人，安排部队同志安全撤离五桂山。领导研究后，

同意这一行动，决定在天亮前转移到丫髻山，由五区部队和大布派出民兵警戒岐关西路两端，

同时派向导引路绕过马溪敌人，径直从大布村旁经三乡转移到丫髻山。结果天亮前上级领导

干部和连队以及非战斗人员安全到达目的地。这一次行动，马溪、大布民兵立下了功劳！

六、抗日民主政权成立

1943 年至 1944 年间，五桂山武装斗争取得一连串的胜利，解放了四、五、六区一大片

土地，人民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随着谷镇（即现在的三乡

镇）抗日民主政权的成立，大布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孙一之被选为谷镇区抗日民主政权的

秘书长，兼大布乡乡长，郑世雄被选为集结队队长。这标志着大布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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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流血战斗，第一次赢得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硕大果实，世世代代受尽封建专制和国民党专

政压迫的人民第一次获得真正的人民权力，为自己的乡民服务，公开地、更广泛地为抗战服

务。

乡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第一件事是发动群众减租退押，从封建地主手里夺回被剥夺去

的利益，同时，抗日民主政权还向伪政权发出警告，以后再不准在抗日民主政权辖内征收伪

军谷。伪政权果然不敢妄为，群众又得到一个实惠。

乡里的民兵改称集结队，在区政权统一指挥下，随时准备接受战斗任务。此刻是首先保

卫好部队，在这里设置各种后勤站，特别是伤病员站，保卫伤病员的安全。

1945 年“五九扫荡”开始，他们的工作更繁重。如保卫粮站，及时将粮食送到部队，

保障部队的给养；协助五桂山区疏散非武装战斗人员到平原各地隐蔽，减轻主力部队的负担；

配合区集结队在平原区牵制敌人，骚扰敌人驻地，使敌人无法集中力量到山区攻击我主力。

这个政权一直到解放战争期间仍然发挥作用。他们组织以朱杰光为组长的一共 8 个成

员，建立兵站，专输送新兵到山区去。同时还建立交通站、粮站、税站，接受人民向部队缴

纳爱国粮和各种税款。此外还有情报站等。他们先后动员了 16 人参加五桂山武工队。在这

段时间，光荣牺牲在战场的就有 5 人。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部队北撤。国民党跑回来抢摘抗战的胜利

果实，这个人民政权也就被扼杀了。政权存在时间虽不长，却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又经受激烈残酷的“五九扫荡”的严峻考验，民主政权的干部不仅坚强，而且取得人民民主

执政的经验，为解放后建立人民新政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选自《中山党史》2005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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